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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教師從職業困境 

到職業健康的路徑分析 

王 博* 

廣東培正學院應用心理學系 

本研究以「工作要求—工作資源模型」為框架，驗證了中國鄉村地區中小學教師

職業壓力和工作意義影響職業健康與幸福感的多個作用路徑。分析基於 723 名中國 

鄉村教師樣本，採用結構方程模型，描繪了鄉村教師從職業壓力到職業健康的損耗 

通路，以及從工作意義感到職業幸福感的動機通路，進而驗證了「工作要求—工作 

資源模型」在鄉村教師群體上的適用性。進一步的調節與中介作用分析發現，意義感

這種重要個人資源，對職業壓力有緩衝作用，同時可以啟動動機通路並對職業幸福 

起到保護作用。根據意義建構模型，對研究所發現的作用機制進行解釋，並提出建構

鄉村教師工作與生命意義的可能方式，為幫助鄉村教師緩解工具化價值的負面作用，

走出職業困境、走向職業幸福提出了可能的路徑。 

關鍵詞：工作要求—工作資源模型；中國鄉村教師；職業健康與幸福；意義感 

研究背景 

鄉村教師的稱謂是相對於城市教師而言的，他們身處於偏遠和相對貧困的鄉村 

地區，從事基礎教育工作。鄉村地區的教育資源相比城市地區非常短缺，教育理念 

比較落後，教育體制仍非常強調升學，教師面對的大多數學生都是留守兒童，可以說，

鄉村教師在極為艱苦的工作條件下，承擔着巨大的壓力和責任，卻較少獲得必要的 

支持和幫助，很容易感到職業枯竭；他們的身心健康和職業生涯都十分令人擔憂， 

這在很大程度上亦會削減鄉村教育的質量（An et al., 2007; Song et al., 2020）。 

過往大量研究認為，職業枯竭帶來的身心健康水平低下離不開外部各種壓力源的

直接影響（McCallum et al., 2017）。雖然從社會學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來說，改變這些

外部條件是有可能的，但這一過程需要較多的系統投入，對於資源比較短缺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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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來說，過程可能漫長且不可控。對鄉村教師個人來說，他們所處的外部工作環境

在短期內很難有所改變，因此若將枯竭的原因僅僅歸因為外部的因素，那麼鄉村教師

很難通過個人努力走出職業枯竭的困境。存在主義心理學的視角提供了新的可能，即

教師的職業枯竭並非主要源於外部壓力，而是源於個人意義感的缺失，個人內在價值

和意義的缺失才是造成枯竭的根本原因。 

在存在主義心理學視角的引領下，審視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對鄉村教師的影響， 

不難發現，人們傾向於強調教師的工具價值和奉獻犧牲精神（Ying, 2013），但這可能

會抹殺教師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對情感的體驗，以及為人的尊嚴。長此以往，教師的

主動性、創造性可能逐漸喪失，自我認同感和責任感降低，進而會造成教師自我的 

喪失和職業枯竭，甚至出現去人性化的暴力行為（Benita et al., 2019）。 

因此，若要提升鄉村教師的身心健康水平，理論上有兩種可能途徑：一是借助 

外力重新調整鄉村教師的工作環境和條件，降低工作要求和壓力，並補充其外部工作

資源；二是調動鄉村教師自主地進行工作重塑（Wrzesniewski et al., 2013），即幫助 

鄉村教師挖掘某方面的個人資源，使他們重新評估和界定工作中的壓力，重新獲得 

新的工作意義。由於鄉村地區資源不足，上述第一種途徑需要更多配套政策支持、 

增加資源和資金投入，短期內難以實現且不可控，因此挖掘鄉村教師的工作意義感，

推動鄉村教師從自身出發進行工作重塑，成為了解決其職業困境更值得嘗試的路徑。 

為此，本研究以中國的鄉村教師為研究樣本，關注鄉村教師群體的工具化價值 

背後被忽視和遮蔽的生命價值，試圖探討其工作意義感對職業枯竭的緩解和保護作用、

以及其對身心健康的促進機制，從而更好地幫助鄉村教師走出職業壓力困境。 

文獻綜述 

鄉村教師的職業困境 

在中國大陸地區，有大約 580 萬教師群體，其中 65%在鄉村地區，但他們只得到

了很有限的資源和關注（An, 2018）。這些教師的職業發展面臨着巨大困境，有研究

表明，鄉村教師的離職和流失已經成為政策制定者要面對的最緊迫問題之一（Margolis 

et al., 2014）。國家雖然制定了諸多政策，如引導教師駐守鄉村，引導城市教師到鄉村

「支教」1等，然而在城市化、城鎮化發展的浪潮中，愈來愈多教師無法應對鄉村教育

的巨大挑戰，部分教師轉行或到城鎮發展，更多教師則陷入到職業枯竭的困境之中。

有學者通過元分析回顧了 1991 年至 2014 年的研究資料，發現鄉村教師的身心健康 

水平持續下降，相比城市教師，鄉村教師具有更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肖桐、鄔志輝，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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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教師所面臨的職業壓力來源是多方面的，既體現了教師職業本身的屬性， 

如教師需要付出較高的情緒勞動來應對大量留守學生的學業和行為問題，又需要付出

超負荷的精力來應對考試和升學的挑戰（Roberts & Hannum, 2018）；同時一些壓力又

具有中國鄉村的「特色」，如教師生存的艱辛、職業發展的阻礙等問題大多與落後的

教學環境、教學條件和學校管理有關（Roberts & Green, 2013）。在工作壓力面前， 

鄉村教師們往往不堪重負，最終走向職業枯竭的境地，例如教師在工作中經常會遇到

挫折感，人際關係不融洽，具有自閉傾向，容易出現激動、焦慮、沮喪甚至絕望等 

感受，對工作失去熱情，感到工作沒有意義、十分無聊，以不健康的方式回避現實 

問題，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等（王嘉毅，2011；蘇紅，2013）。鄉村教師的職業幸福

感和職業認同感亦因此處於較低水平，大大影響了鄉村教育的水平和質量。 

從存在主義心理學的視角看，鄉村教師的職業枯竭除了職業壓力的客觀影響外，

還與意義感的缺失有密切關聯（Pines, 2002, 2017）。教師的價值與職責在於教書育人，

通過教育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然而，人們對教師價值的認識更多取決於教師的勞動

結果，尤其是在應試教育背景下，教師被當成是提升考試分數、提高升學率的工具。

同時，傳統上視教師為道德化身的壓力亦使教師的自我價值不斷被消解。在民間， 

人們通常用春蠶、蠟燭、園丁來比喻教師，清貧、簡樸甚至寒酸成為了鄉村教師的 

名片。這表面上看似乎是給予了教師至高的尊重，但實際上這種仰視的目光過分強調

了教師的奉獻和犧牲，遮蔽了其生命價值（張曉文、吳曉蓉，2019）。 

若要幫助鄉村教師找到走出職業困境之路，需要在其職業壓力到職業枯竭的路徑

上，找到那些可能起到潛在保護作用的因素（例如工作意義的建構），通過增強這些

保護因素的作用，來緩解壓力對鄉村教師身心健康和職業認同的負面影響。為了更好

地描繪鄉村教師「從職業壓力到身心健康」的路徑，本研究引入了「工作要求—工作

資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JD-R 模型）為進一步深入分析的起點。 

工作要求—工作資源模型 

模型的基本假設 

為了探究工作特徵與工作者身心健康和工作結果的關係，研究者們提出了一系列

模型，其中 JD-R 模型的影響最為廣泛（Demerouti et al., 2001; Lesener et al., 2019）。

該模型的提出始於職業枯竭研究的深化，每種職業都有其特定的影響職業枯竭的 

因素，這些影響因素都可歸為兩類：工作要求和工作資源（Demerouti et al., 2001）。

工作要求指工作中需要付出大量身心努力，並且與特定生理和心理成本相關聯的因素，

這些要求是由工作崗位的任務、社會或組織等方面對工作者提出的，例如教師的崗位

要求教師需要付出大量的情緒勞動（Wendt et al., 2011; Yin et al., 2019）；工作資源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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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實現工作目標所需要的資源，這些資源有助於減少工作者的身心消耗，激勵個人 

成長、學習和發展（Bakker & Demerouti, 2007）。 

JD-R 模型（見圖一）假設有兩個基本的心理過程影響職業健康和工作結果：過程

一是能量耗竭過程，指持續的工作要求會耗盡工作者的身心資源，並因此導致焦慮、

精力耗竭、健康受損等職業枯竭問題，帶來低績效、高離職率等不良結果；過程二是

動機過程，即工作資源具有動機潛能，能帶來高工作投入，低水平犬儒主義，並引發

高績效、低離職率等結果。這兩個過程還會有所交叉，即較高的工作資源可以緩衝 

工作要求對職業枯竭的影響，而較高的工作要求又會削弱工作資源對工作投入的正向

作用（Bakker & Demerouti, 2007）。已有國內外學者將 JD-R 模型應用到教師的身心 

健康問題研究之中（黃傑等，2010；Dicke et al., 2018）。 

圖一：JD-R模型路徑圖 

 

 

 

 

 

 

 

 

 

 

 

 

 

 

 

資料來源：參考 Bakker & Demerouti（2007）。 

個人資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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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枯竭和工作投入是由環境決定，個人的作用在這個模型框架下是被動的，個人

主宰自己的工作結果並不獲強調。然而，一些研究發現，職業枯竭和工作投入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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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nekar, 2017; Lau, Yuen, et al., 2005）。因此，一些學者提出，JD-R 模型應該 

加入一些對個人前因變量的考察，以提高模型的生態效度（Schaufeli, 2012）。其次，

儘管身處同一職業、同一崗位，工作要求和工作資源對於不同特點的工作者來說， 

含義可能是不同的。換句話說，職業枯竭、工作投入與工作結果之間的關係還會受到

個人因素的調節作用。第三，新進有研究發現，以個人特質為應對資源，能夠起到更

直接的內在支持作用。例如，當工作要求過高、工作資源過少，導致個人在認知上認

為工作缺少意義時，如果個人有一定的積極情緒傾向（positive affective disposition），

同樣會帶來工作投入（Steger, Littman-Ovadia, et al., 2013）。 

以上的局限都指向 JD-R 模型的進一步發展應突出對個人因素作用的重視，弱化 

環境決定論。這類個人因素變量統稱為個人資源，它們扮演着調節工作要求與因變量

之間關係的角色，還會促進工作資源緩解壓力的功能（Lesener et al., 2019; Xanthopoulou 

et al., 2007）。Hobfoll（2001）將個人資源界定為與心理彈性有關的正性自我評價， 

主要包括一般自我效能感、基於組織的自尊、樂觀主義等。以 Luthans 為首的一些學

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了心理資本的概念，具體維度包括自我效能、希望、樂觀

和堅韌（Luthans & Youssef-Morgan, 2017）。研究發現，擁有較高心理資本、較多 

個人資源的人更加傾向於以積極、樂觀、進取的方式來思考問題和評估工作環境， 

從而擁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和工作績效，更正面的工作態度和積極的行為，以及較低

的離職意向。同時，心理資本這種個人資源還能調節工作中的情緒勞動與職業枯竭間

的關係，對個人的身心健康起到保護和緩解作用（Ferradás et al., 2019）。 

在當前的 JD-R 模型框架中加入個人資源具有重要的意義（黃傑等，2010）。JD-R

在模型中共同描述了個人的工作環境，而個人資源屬個人的素養或潛在能力，是幫助

工作者有效處理和應對工作環境中問題的關鍵，即在能量耗竭過程中扮演調節作用。

個人資源亦可啟動動機過程，帶來一系列有益的工作結果（Xanthopoulou et al., 2009）。 

基於鄉村教師所處的工作環境，他們面臨的工作特徵無疑是高工作要求和低工作

資源的組合，因此鄉村教師潛在的個人資源則可能扮演起調節其身心和工作結果的 

作用，緩衝其工作壓力，降低職業枯竭的風險。本研究探究教師的生命意義作為個人

資源，發揮緩解和保護作用、啟動更積極工作投入的機制。 

鄉村教師的工作意義建構 

意義是一種對事物、事件和人際關係的心理表徵，意義聯結了一切。人們可以 

通過意義建構的過程，為外界事物賦予特定的意義，或者從外界事物中尋找到自身 

的意義和價值（Wrzesniewski et al., 2013）。Park（2010）提出的意義建構模型

（Meaning-making model，見圖二）指出，意義建構的過程主要包括幾個步驟：首先，

以個人整體的生命意義為導向系統，為人們解釋經驗、形成動機提供了認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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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人們發現特定的壓力情境對其自身的生命意義形成潛在挑戰時，人們會去 

評估該情境，並為之賦予一定的意義，即情境意義。當人們發現情境意義與自己整體

的生命意義之間存在偏差或矛盾時，人們就會產生壓力感或苦悶。這種壓力感會引發

意義建構的過程。通過意義建構的努力，人們試圖去減少由上述偏差或矛盾帶來的 

壓力感受，進而獲得對周圍世界新的意義感。一旦意義建構過程獲得成功，人們將對

壓力事件或情境形成更好的適應，會產生接納、釋然、新的認同感、新的價值觀等 

主觀感受（George & Park, 2016）。 

圖二：意義建構模型 

 

 

 

 

 

 

 

 

 

 

 

 

 

 

資料來源：參考 Park（2010）。 

 

根據上述模型，鄉村教師在工作壓力情境中可能會經歷意義建構的過程。這一 

過程可以為工作任務和潛在的壓力源賦予新的意義，它受生命意義這種個人資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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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結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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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的身心康寧模型 

在 JD-R 模型框架中，路徑的終點是各種組織結果（見圖一）。對於鄉村教師群體

來說，較低的離職意向和較高的職業滿意度是發展鄉村教育事業的基礎。有研究表明，

較高的離職意向和低職業認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鄉村教育的質量（An et al., 2007; Song 

et al., 2020）。除組織結果外，鄉村教師個人的身心健康應該是他們遠離職業枯竭、 

擁有職業幸福的可持續發展源泉。 

本研究採用「整合自我的身心康寧模型」（wellness model of indivisible self） 

（Myers & Sweeney, 2004），描繪鄉村教師的職業健康與職業幸福。該模型 

建基於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人的思想、價值、動機、 

行為都由人生目標決定，因此每個人都是自我整合、不可分割的（王博，2013；Lau,  

Wang, et al., 2017; Myers & Sweeney, 2004）。我們不應割裂地強調人的某方面，而 

應從整體視角去看待一個人，健康觀亦如是。 

Hattie et al.（2004）通過量化分析，驗證了整合自我的身心康寧模型具有三個層次

（見圖三）。模型共有 17 個子維度，這 17 個子維度中可以提取出五個內涵不同卻又

相互關聯的二階維度，即創造性自我、社會性自我、身體自我，內在自我、應對性 

圖三：整合自我的身心康寧模型 

 

 

 

 

 

 

 

 

 

 

 

 

 

 

 

 

資料來源：參考 Hattie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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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這五種自我彼此之間是內在關聯的，描繪了人們達到身心康寧的健康幸福狀態

時個體自我的不同側面。在五種自我之上，模型提取出了一個整合的維度，即人們 

整體的身心康寧（Sweeney, 2019）。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以 JD-R 模型為研究框架，探討鄉村教師的職業壓力影響其身心康寧和職業

幸福的路徑。由於鄉村教師所面臨的工作特徵是高工作要求和低工作資源的組合，本

研究根據能量耗竭路徑，假設鄉村教師的職業壓力源（工作要求）會導致職業枯竭 

問題，並抑制其工作投入，進而負面影響其身心健康和職業幸福（假設 1，能量耗竭

路徑：工作壓力→職業枯竭和工作投入→身心健康和職業幸福）。 

同時，本研究根據意義建構模型，進一步將個人資源整合到 JD-R 模型框架之中，

即鄉村教師意義相關的個人資源在其通往職業健康的路徑上可能扮演兩個主要角色：

一方面，鄉村教師意義相關的個人資源可以促成他們評估和重塑工作情境，獲得一定

的工作意義感，工作意義感通過中介作用促進工作投入，進而間接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和職業幸福（假設 2，動機路徑：個人資源→工作資源→工作投入→身心健康和職業 

幸福）；另一方面，鄉村教師意義相關的個人資源可以發揮調節作用，直接緩衝職業

壓力的負面作用，降低職業枯竭水平，進而保護身心健康不受損傷（假設 3：工作 

要求 個人資源→職業枯竭→身心健康和職業幸福）。綜上，本研究假設的模型見 

圖四，它描繪了鄉村教師走向職業健康的各種路徑。 

圖四：整合了個人資源的 JD-R雙通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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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本研究選取鄉村地區在崗的中小學教師為研究樣本。樣本的採集主要依託上海 

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https://www.adream.org/）的教育服務網點，隨機抽取了四川 

內江、四川資中、貴州安順、貴州劍河、貴州普定、貴州畢節、貴州黔西、重慶酉陽、

重慶秀山、甘肅白銀、甘肅定西、甘肅會寧、甘肅通渭等地區縣或縣級以下級別的 

學校，借助基金會組織的沙龍、培訓、走訪等活動，與教師接觸並發放紙筆問卷。所

考察的人口學變量包括教師的性別、年齡、教齡、學校類型、班主任職務等。在問卷

發放時盡量平衡了鄉村教師在各個人口學變量上的分布。 

研究工具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變量主要包括職業壓力源、工作意義感、職業枯竭、工作投入、

身心康寧、離職意向、生活滿意度、職業滿意度、人生目標感、生命意義、意義建構

潛能等，相應的研究工具見表一。 

表一：研究工具 

工具名稱 子維度 題目數 本研究各維度內部一致性信度

係數區間／量表整體信度 

職業壓力源（自編） 學生問題行為、職業發展、學校

氛圍、工作負荷、教育改革 

20 題 .703 至 .800／.911 

工作意義感量表 

（Steger, Dik, et al., 2012） 

積極意義感受、意義建構、更 

遠大的志趣 

10 題 .720 至 .730／.802 

職業枯竭 MBI 問卷教育版

（Schaufeli, Maslach, et al., 

2017） 

情緒耗竭、人格解體、低成就感 22 題 .788 至 .823／.834 

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 

（Schaufeli, Salanova, et al., 

2002） 

活力、奉獻、專注 9 題 .755 至 .799／.813 

五因素身心康寧問卷 

（Hattie et al., 2004） 

內在自我、社會性自我、創造性

自我、身體自我、應對性自我 

73 題 .623 至 .838／.903 

滿意度（自編） 生活滿意度、職業滿意度、離職

意向 

8 題 .706、.797、.737 

人生目標感 

（Crumbaugh, 1968） 

單一維度 20 題 .872 

生命意義感問卷 

（Steger, Frazier, et al., 2006） 

意義體驗、意義追尋 10 題 .777、.796／.826 

意義建構潛能 

（van den Heuvel et al., 2009） 

單一維度 7 題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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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由於本研究要探討的模型路徑和變量維度較多，為了更好地控制測量誤差帶來的

影響、更真實地揭示各變量間的關係，本研究以潛變量結構方程模型為分析方法， 

通過搭建全模型加以驗證，假設模型見圖四。對於相對複雜的指標，採用項目組合 

技術（item parceling）進行打包，從而簡化對殘差的估計（卞冉等，2007）。在組合

項目時，主要以原始題目指標的因數載荷大小為參考依據，同時兼顧對測量內容的 

匹配和平衡。對於調節作用的驗證，則採用乘積指標法（卞冉等，2007）對潛變量 

的交互效應進行分析。所有數據分析採用 SPSS 22.0 和 Mplus 8.0 軟體來處理。 

研究結果 

樣本回收與數據整理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 1,000 份，回收 805 份，有效數據共 723 份。有效數據來自：

甘肅白銀、定西、通渭、會寧，貴州安順、普定、劍河、畢節、黔西，四川內江、 

資中，重慶酉陽、秀山等地區共 82 所中小學的教師。其中男性教師 254 人（35.1%），

女性教師 437 人（60.4%），32 人性別資料缺失（4.4%）；最低年齡 21 歲，最高年齡

59 歲，平均年齡 35.4 歲，標準差 6.9 歲；最低教齡 1 年，最高教齡 37 年，平均教齡

14.1 年，標準差 7.7 年；小學教師 444 人（61.4%），初中教師 223 人（30.8%）， 

高中教師 56 人（7.8%）；所在學校處於縣級的教師有 389 人（53.8%），鄉鎮級的 

教師有 280 人（38.7%），村級的教師有 54 人（7.5%）；擔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師有 

330 人（45.6%），非班主任有 389 人（53.8%），4 人資料缺失（0.6%）。教師所教

科目涉及廣泛，但大部分教師（超過 75%）是主科教師，即講授語文、數學、外語。 

測量工具的修訂 

基於分半樣本的 358 份數據，對涉及的研究工具進行了修訂和驗證。結果顯示，

這些測量工具的信度基本都達到了可接受的範圍，比較理想（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見

表一）；在結構效度方面，基本都驗證了測量工具所對應的理論架構。此外，基於 

另一半包含 365 份數據的分半樣本對修訂結果進行了交互驗證，得到了近似的擬合 

結果和模型結構。由此可見，本研究所選用的測量工具基本上可信且可靠。此外，在

數據回收過程中通過程式控制，盡量降低了共同方法偏差的風險，亦得到了統計上的

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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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教師的職業困境與職業健康幸福 

首先，分別對總體 723 名鄉村教師在上述各個測量工具上的得分進行描述統計 

分析，結果見表二至表六。 

表二：鄉村教師的職業壓力來源 

 學生問題行為 職業發展 學校氛圍 工作負荷 教育改革 職業壓力總分 

平均值 10.53 12.67 10.60 11.11 11.49 56.39 

標準差 3.25 3.52 3.09 3.34 3.25 12.87 

分數區間 4–20 4–20 4–20 4–20 4–20 20–100 

 

從表二可見，鄉村教師的職業壓力總體處於中等水平。相對而言，職業發展帶給

老師的壓力感受最強。研究中所測查的職業發展維度主要包括晉升渠道、工資收入、

培訓機會和職業前景等幾方面。可見，鄉村教師對自身職業發展的擔憂要多於工作 

本身帶給他們的負荷和挑戰。這亦反映出鄉村教師的地位和處境。 

從表三可見，鄉村教師的職業枯竭總體處於中低水平，尤其體現在情緒耗竭方面，

而人格解體的問題並不嚴重。鄉村教師的工作投入總體處於中等程度，活力和專注 

方面要優於奉獻維度。鄉村教師在工作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投入，相對而言缺乏內在的

激情和自豪感，在專注忙碌工作的同時，情緒耗竭問題突顯，但尚未產生過多消極的

應對。 

表三：鄉村教師的職業枯竭和工作投入 

 情緒耗竭 人格解體 活力 奉獻 專注 工作投入總分 

平均值 2.23 1.16 3.61 3.02 3.62 10.25 

標準差 1.14 1.16 1.48 1.59 1.53 4.21 

分數區間 0–6 0–6 0–6 0–6 0–6 0–18 

 

從表四可見，鄉村教師的身心康寧在不同維度上存在一定差異，其中社會性自我

的平均值最高，反映了自我與他人的良好聯結；而創造性自我、身體自我和應對性 

自我的平均值相對較低，說明自我與社會交互的過程中並未能充分調動自我獨特的 

潛能。自我的身體機能和相應的生活方式不是十分健康，自我在生活事件和生活挑戰

面前缺少有效的方法和途徑加以應對。總的來說，鄉村教師的身心康寧還有許多提升

的空間，離健康、積極、完滿的生活方式還有一定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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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鄉村教師的身心康寧 

維度 題目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文化認同 CI 3 72.31 12.62 

性別認同 GI 4 72.53 10.89 

自我關照 SC* 4 81.66 12.50 

精神追求 ES 2 75.02 13.28 

關愛 LO 4 79.92 10.63 

友誼 FR 4 75.49 10.68 

思維 IN 4 72.66 11.03 

控制 CO 4 69.94 11.09 

情緒 EM 4 73.41 9.88 

幽默 HU 4 66.36 12.51 

工作 WO 4 67.06 11.92 

鍛練 EX 5 70.20 12.37 

營養 NU 5 70.51 13.17 

休閒 LE 6 69.33 11.46 

抗壓 ST 4 72.23 11.90 

自我價值 WR 4 74.57 11.17 

理性信念 BE 4 70.88 9.57 

內在自我 ESS 9 73.29 9.48 

社會性自我 SOS 8 77.71 9.29 

創造性自我 CRS 20 69.88 8.50 

身體自我 PHS 10 70.36 10.74 

應對性自我 COS 18 71.75 7.78 

總體身心康寧 WEL# 65 72.60 7.37 

* 在修訂量表的過程中，自我關照維度擬合較差，最終被刪除。 

# 在量表修訂的過程中，精神追求維度、理性信念維度、內在自我維度、應對性自我維度的題目數有所

刪減，最終總體身心康寧量表的題目數量從 73 題減少至 65 題，以確保更好的擬合。 

註： 各個維度和總分的分數區間為 25–100 分。 

 

從表五可見，鄉村教師對生活和工作的滿意度處於中等水平。在生活滿意度方面，

鄉村教師對家庭生活的滿意度最高，而對生活環境和社交的滿意度最低，反映出鄉村

地區生活閉塞、單調的特點。在工作滿意度方面，鄉村教師對職業的認同高於對當前

工作的滿意程度，亦即是說，教師們比較認同教師這份職業，但相對而言不太滿意 

當前的工作境況。此外，鄉村教師的離職意向處於中等偏上的水平，對當初的選擇 

表現出一定的後悔和無奈，一旦有機會，便會有部分教師願意離職。 

從表六可見，鄉村教師具有中高水平的個人意義感和工作意義感。鄉村教師不僅

能夠體驗到生命的意義和目標，還具有一定的意義建構潛能，並正在積極地追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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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同時，鄉村教師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從工作中體驗和建構意義，能夠感受到 

工作的價值是深遠的，工作是為了一些更遠大的目標。 

表五：鄉村教師的職業幸福和滿意度 

 家庭 

生活 
健康 

生活 

環境 
社交 

生活 

滿意度 

職業 

認同 

當前 

工作 

工作 

滿意度 

低職業 

承諾 

後悔 

選擇 

離職 

意向 

平均值 7.81 6.92 6.04 6.07 6.71 6.85 6.34 6.59 3.24 3.26 6.49 

標準差 2.20 2.46 2.54 2.33 1.70 2.30 2.25 2.05 1.22 1.25 2.24 

分數區間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5 1–5 1–10 

表六：鄉村教師的個人資源（個人意義）和工作意義感 

 人生 

目標 

生命意義 

體驗 

生命意義 

追尋 

意義建構 

潛能 

積極意義 

感受 

意義 

建構 

遠大 

志趣 

工作 

意義感 

平均值 102.14 26.79 25.49 26.20 3.86 3.87 3.81 3.85 

標準差 16.80 5.81 6.26 4.93 0.73 0.81 0.79 0.64 

分數區間 20–140 5–35 5–35 5–35 1–5 1–5 1–5 1–5 

鄉村教師職業健康路徑的全模型 

在基於研究假設（圖四）建構全模型的過程中，為了更加簡潔直接地考察個人 

資源的作用，在資料分析過程中提取出一個二階因數去代表人生目標感、生命意義 

體驗、生命意義追尋和意義建構潛能等個人資源潛變量。在後續驗證個人資源的調節

作用時，四個潛變量分開單獨考察。這種分析方式在一些關於心理資本的研究中亦有

類似的運用，即以心理資本為二階因數，涵蓋了樂觀、堅韌、希望、自我效能等一階

維度（Luthans & Youssef-Morgan, 2017）。 

依上述假設 1 和假設 2 將變量加入全模型後（M1），模型的擬合達到了比較理想

的水準（見表七）：CFI 指數接近 .9，RMSEA 和 SRMR 值均在可接受範圍內。對於 

相對複雜的全模型來說，擬合程度可以接受。在模型 M1 中，有一些路徑係數不顯著，

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模型的擬合和複雜程度。為此，將不顯著的路徑去除後形成 

新的全模型 M2。M2 的擬合狀況雖未有顯著提高，但模型變得更加簡潔，自由度得到

提升。全模型 M2 的路徑係數見圖五。 

表七：全模型的擬合指數 

模型 模型描述 df χ2 C CFI RMSEA SRMR 

M1 整合了個人資源的 JD-R 雙通路模型 1387 3178.194 1.117 .893 .042 .054 

M2 在 M1 的基礎上去除不顯著路徑 1395 3193.608 1.117 .892 .042 .055 

註：C 代表 MLM 估計方法的矯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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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五可見，本研究整合了個人資源的 JD-R 雙通路模型基本都得到了驗證。在 

能量耗竭路徑上（假設 1），工作壓力可以通過職業枯竭的部分中介作用，影響到 

離職意向和職業意度；工作壓力對身心康寧的影響則完全通過職業枯竭的中介作用 

實現；工作壓力與工作投入間的關係不顯著，即工作壓力不能通過工作投入的中介 

作用負向影響到工作結果。 

在動機路徑上（假設 2），通過意義相關的個人資源所重塑的工作意義感，可以

通過工作投入的部分中介作用，影響到離職意向和職業滿意度；工作意義對身心康寧

的影響則通過工作投入的完全中介作用實現。但是，工作意義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沒有

關聯；工作意義與職業枯竭的負向關係亦不顯著，它不能通過職業枯竭的中介作用 

影響到工作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個人資源與離職意向之間的路徑係數為正，這與 

預期假設存在一定出入，顯示具有更強個人意義感的教師可能具有更高的離職意向，

這可能與其希望追求更高的職業發展平台有關。 

綜上，能量耗竭路徑和動機路徑在鄉村教師群體上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證實，但 

跨通路的中介作用路徑沒有得到驗證。本研究結果說明，個人資源對職業健康和滿意

度的影響路徑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個人資源可以直接預測離職意向、生活滿意度和

身心康寧水平；其次，個人資源可以通過負向預測職業枯竭或正向促進工作投入， 

進而間接影響工作結果和職業健康，即職業枯竭和工作投入感可以部分中介個人資源

對工作結果的影響；第三，個人資源還可以很強地預測工作意義，即通過重塑工作 

意義，進而啟動動機路徑去影響工作投入和工作結果。此外，有趣的是，職業枯竭 

對於工作結果的預測作用要弱於工作投入對於工作結果的預測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 

圖五：全模型 M2的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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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動機通路對於保護職業健康的作用效果更明顯。類似地，工作意義對於工作 

結果的直接預測作用要強於職業壓力對於工作結果的直接預測作用。 

生命意義的保護作用機制 

上述結果說明，鄉村教師的生命意義等一系列個人資源在預測其職業健康和滿意

度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根據意義建構理論的假設，生命意義屬一種深層次

的認知資源，還可以調節人們對職業困境（尤其是職業壓力）的認知，從而幫助人們

建構工作的意義，即本研究的假設 3。這一假設通過構造潛變量的交互作用項來加以

驗證。 

結果顯示，只有人生目標感和意義建構潛能可以調節職業壓力與職業枯竭間的 

關係（擬合結果見表八），而生命意義體驗、生命意義追尋和職業壓力的交互作用並

不能顯著預測職業枯竭。人生目標感和意義建構潛能的調節作用模型見圖六和圖七。 

表八：調節作用模型的擬合結果 

模型 模型描述 df χ2 C CFI RMSEA SRMR 
交互 

作用 

M1 以人生目標感為調節變量 287 646.723 1.162 .950 .042 .046 顯著 

M1 以意義建構潛能為調節變量 287 627.780 1.160 .943 .041 .049 顯著 

註：C 代表 MLM 估計方法的矯正係數。 

 

從表八可見，調節作用的模型擬合程度非常理想。從圖六和圖七中可以發現， 

交互項的路徑係數均為負數，這意味着調節作用是負向的，即人生目標感或意義建構

潛能能夠削減職業壓力對職業枯竭的影響作用，即起到了保護作用。換句話說，對於

職業壓力水平相同的鄉村教師而言，人生目標感愈強、意義建構能力和意識愈高的 

教師，職業枯竭的程度愈低。 

圖六：人生目標感的調節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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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意義建構潛能的調節作用模型 

 

 

 

 

 

 

 

 

綜合討論 

鄉村教師的工作資源 

在既往研究中，對工作資源的考察主要包括各種外部客觀的資源，如社會支援、

物質條件等，同時亦有大量研究將工作本身所具有能夠激發工作者工作動機的特性 

視為工作資源，如工作控制感、自主性、靈活性等（Bakker & Demerouti, 2017）。 

但是對於鄉村教師來說，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相對固定，各種外部客觀的工作

資源比較匱乏，而工作本身所具有能夠激發動機的特性亦比較有限。即使尋找到了能

激發動機的工作特性，在未來的工作再設計中亦很難進一步改變。 

本研究所關注的鄉村教師建構出的工作意義是另外一種能夠激發工作動機的因 

素，這種因素並非外部客觀的物質資源，亦非單獨由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所決定，

而是個人對於工作價值和意義的主觀評價和感受。描述統計分析顯示，鄉村教師的 

工作意義感處於中高水平，他們雖然面臨重重困難，但卻具有教育初心，能夠認識到

工作的價值，認為工作是實現個人價值和成長的重要途徑；他們具有比較多的教育 

理想，能夠深刻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和這份職業的榮耀。本研究發現，工作意義的 

動機特性十分顯著，它能夠促進鄉村教師積極投入到工作之中，通過工作投入的完全

中介作用影響到他們的身心康寧水平。 

此外，鄉村教師的工作意義還能夠通過工作投入的部分中介作用影響到他們的 

離職意向和職業滿意度。愈認為工作具有價值和意義，對工作的承諾水平就會愈高，

從而愈不易產生離職的動機，對職業的滿意度亦愈強。 

損耗路徑與動機路徑的關係 

JD-R 模型中損耗路徑和動機路徑之間還存在一定的交叉關係，但在本研究中未能

交互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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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驗證。職業壓力沒能通過負向影響工作投入感，從而間接影響職業健康；而工作

意義感亦不能通過消減職業枯竭的感受，從而促進職業健康和滿意度。從這個結果上

看，影響鄉村教師工作結果和滿意度的損耗和動機路徑實質上是平行的。 

這一結果意味着鄉村教師的職業壓力本身並不具有直接削減動機的作用，它只能

引發教師們耗竭的感受。鄉村教師即使在職業壓力面前，工作的動機並不一定受到 

負面影響。而工作意義感是個人對工作價值和重要性的判斷，本身具有激發動機的 

作用，但它不能保護教師自身不受到能量的損耗。換句話說，鄉村教師的能量損耗與

工作動機之間可能是相對獨立的，彼此之間不能互相影響。 

有趣的是，動機路徑對鄉村教師離職意向和工作滿意度的預測作用強度比損耗 

路徑更強，可見建構出來的工作意義感雖然不能削減教師的耗竭感，但作為一種工作

資源，可以通過調動工作動機，有效對抗職業壓力帶來的負面作用。這一結果帶來的

啟示是，雖然鄉村教師所面臨的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比較艱苦，工作壓力來源眾多，

且短時期內無法顯著改善，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工作動機。當鄉村教師能夠積極建構

出工作的意義，尋找到職業帶給自身的價值和意義時，他們依然能夠投入工作，這種

工作投入對職業健康和工作滿意度的促進作用強於職業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

提升建構工作意義的意識和方式是賦能鄉村教師走向職業健康和職業幸福的關鍵。 

鄉村教師的個人資源 

本研究驗證了鄉村教師的意義感這種個人資源的動機作用。個人資源是動機路徑

的起點，通過建構出的工作意義感提升了工作投入。然而，鄉村教師的工作意義感 

只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他們的個人資源還能夠直接影響到其工作投入感。由此可見，

這些與個人意義相關的個人資源，具有顯著的動機啟動作用。 

根據意義建構模型（Park, 2010），以鄉村教師的人生目標感和生命意義為認知 

導向系統，是判斷其工作意義的基礎和主導。鄉村教師面臨着較大的工作壓力和艱苦

的工作環境，當他們意識到個人在工作中被工具化，難以彰顯自身的生命價值時， 

自然會質疑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此時，鄉村教師的生命意義和目標（如教育理想、 

奉獻精神等）會引導他們對工作重新評估，逐漸發掘工作挑戰對個人價值實現的重要

性，逐漸理解工作情境與職業理想之間的關係，從而對當前的工作進行更好的適應，

以建立起工作意義感。 

從圖五的全模型路徑圖中可以發現，鄉村教師的個人資源可以負向預測他們的 

職業枯竭水平，而職業枯竭作為部分或完全中介變量，進一步預測着工作的結果。 

存在主義心理動力學的視角認為，職業枯竭的產生原因大多與意義感的缺失有關 

（Pines, 2002, 2017），本研究驗證了這一觀點。在鄉村教師的教學和工作情境中，有

許多因素威脅着他們的個人意義。當鄉村教師的個人意義逐漸喪失後，他們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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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面前會顯得更加脆弱，從而陷入到職業枯竭的困境之中。相反，如果鄉村教師 

具有積極的生命意義和教育理想，具有明確的人生追求和目標，當面對巨大的壓力時，

這些意義感和目標感會緩衝職業壓力的衝擊，降低職業枯竭發生的概率和發生的 

強度。 

除此之外，鄉村教師的人生目標感和意義建構潛能這兩種個人資源還可以調節其

職業壓力與職業枯竭間的關係，緩衝職業壓力的負面作用，進而對其職業健康起到 

保護作用。鄉村教師在職業壓力面前，會無意識地陷入情緒耗竭的境地，為了避免 

情緒耗竭，他們還會無意識地採用消極的方式抵抗情緒耗竭帶來的負面作用（如人格

解體）。如果鄉村教師具有清晰明確的人生目標，比如具有清晰的教育理想和抱負、 

熱愛生命、追求豐富多彩的人生等，他們將會重新評估職業壓力和工作情境，這樣 

他們所面對的職業壓力可能會具有新的意義，感受到的壓力水平亦會有所降低，從而

緩解了職業枯竭的問題。意義建構潛能同樣具有類似的功能，是因為該潛能很好地 

揭示了鄉村教師建構意義的能力和主動性，當他們的意義建構能力愈強，愈會從更多

角度考慮職業壓力的意義和來源，同時可能會視職業壓力為自身成長和提升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意義體驗和生命意義追尋兩個維度的調節作用並未得到驗證，

可能是因為體驗到生命意義只是一種靜態的結果，本身的動機功能較弱，並不能激發

意義建構的過程；而生命意義追尋則只是體現了意義建構的過程，但是否能很好地 

適應職業壓力，重塑職業困境的意義，結果不得而知，因此沒能起到緩衝職業壓力的

作用。 
在現實中，鄉村教師的個人意義和工作意義可能長期處於缺失的狀態。要想改變

鄉村教師這種狀況，可以通過輔導、諮詢、培訓等干預手段增強他們的個人意義感。

基於 Frankl 提出的意義療法，近年來興起了意義中心療法和輔導手段，它強調人們 

追尋生命意義的三種能力：對目標的尋求能力，發現和創造意義的能力，以及重構 

意義的能力（Wong, 2012）。鄉村教師通過打造這些能力，在工作中不斷建構新的 

生命意義和工作意義，便能在客觀環境短期無法改善的情況下，更加投入工作，找到

生命價值，遠離職業枯竭，最終達成身心康寧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狀態。只有鄉村教師

獲得職業幸福，鄉村教育的品質才能保障，鄉村教育事業才能可持續發展。 

結 論 

本研究在鄉村教師群體中驗證了「整合個人資源的工作要求—工作資源的雙通路

模型」，主要有三方面發現。 

首先，鄉村教師的職業健康存在一定問題，雖然並非十分嚴重，但折射出了他們

面對的職業困境和職業健康問題是普遍的。其次，鄉村教師體驗到的職業壓力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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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職業枯竭，對其職業健康存在負面的損耗作用，即損耗路徑；而他們的個人意義

感可以通過重塑工作意義，進而激發其工作投入，對其職業健康起到了積極的促進 

作用，即動機路徑。這兩個過程是相對獨立發生的，彼此之間的跨通路中介作用沒有

得到驗證。第三，鄉村教師與意義相關的個人資源具有激發、補充工作意義感的動機

作用，起到緩解職業壓力所帶來負面影響的保護作用，以及預測職業健康的直接作用。

個人資源對職業健康的影響作用強度要大於損耗路徑和動機路徑的作用強度，是決定

職業健康和幸福的關鍵因素。 

鳴 謝 

本研究屬「廣東中小學教師工作意義感建構及提升的干預路徑研究」項目（編號

GD20XJY44），獲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 2020 年度學科共建項目資助， 

特此鳴謝。 

註 釋 

1. 「支教」是指國家有相關政策，安排部分城市的學校教師到鄉村學校教書一至兩年，

提攜當地教師，類似於掛職。一至兩年後，這個支教的教師還會回到原來城市的學校。

國家通過這種師資資源的流動，促進教育資源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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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Analysis of Chinese Rural Teachers  

From Occupational Burnout to Health and Wellness 

Bo W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tested 

the multiple influential paths from job stress and work meaningfulness to health and wellness 

among school teachers in rural area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is study adopted convenient 

sampling and 723 schoolteachers participated. By building a ful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motivational and direct predicting functions of personal resources were revealed. Both personal 

resources and work meaningfulness could offset the negative effects resulting from job stress on 

the exhaustion pa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effect revealed that 

the personal meaningfulness and purpose could buffer job stress and protect occupational health. 

All the influential paths and mechanisms were explained by the meaning-making model. Several 

possible ways were proposed for enriching teachers’ personal meanings and building up their 

work meaningfulness. They might be helpful for teachers to get rid of work predicament and to 

move toward wellness. 

Keywords: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school teachers in rural area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wellness; meaningfulness and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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